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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研究

范式变化及其含义*

———写在中美建交 40 周年之际

吴心伯

【内容提要】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今天，中国学术界对于当代中美关系的研

究经历了兴起、成长和壮大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美关系的研究范式也发生

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在研究视野上从聚焦双边关系到注重多边背景; 在研究角度上从

偏重美国到中美并重; 在研究取向上从关注利益关系到重视力量对比变化的作用; 在

研究偏好上从侧重合作到兼顾合作与竞争; 在分析逻辑上从重视体系因素对单元互动

的塑造作用到关注单元互动对体系层次的影响; 在研究的着力点上由聚焦对外战略和

外交政策到关注各自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 在研究方法上从实证研究到注

重理论研究和方法创新。中美关系研究范式的变化折射出后冷战时代中美两国及双

边关系的变化，包括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中美两国外交决策环境的变化、中美两

国处理双边关系立足点的变化、中美互动模式的变化以及中美关系对国际事务影响力

的变化。中美两国自身和两国关系的变化也反映出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正在经历的

一系列重大调整，诸如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东西方互动态势的变化、全球治理问题

的突出以及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变化的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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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这些重大举措

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然而，在建交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学术界

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中美关系史。从 1784 年美国“中国皇后”号商船来华到 1949 年前

后的中美关系，都是中国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事实上，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除了一些

国际时事评论外，对当代中美关系的研究成果甚少。① 严格来说，对当代中美关系的

研究在冷战结束后才真正发展起来。②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今天，当代中美关系的

研究经历了兴起、成长和壮大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美关系的研究范式发生

了重要变化，而这些变化也折射出近 30 年的时间中中美两国自身、中美关系和国际格

局的重大变化。

一 中美关系的研究范式变化

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的研究范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研究视野上从聚

焦双边关系到注重多边背景; 在研究角度上从偏重美国到中美并重; 在研究取向上从

关注利益关系到重视力量对比变化的作用; 在研究偏好上从侧重合作到兼顾合作与竞

争; 在分析逻辑上从重视体系因素对单元互动的塑造作用到关注单元互动对体系层次

的影响; 在研究的着力点上由聚焦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到关注各自国内政治、经济、社

会和文化因素; 在研究方法上从实证研究到注重理论研究和方法创新。

中国学者对当代中美关系的研究起步于后冷战时代，在研究视野上主要关注双边

关系中的突出问题，如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人权、经贸、台湾、西藏问题以及两国在核

不扩散上的分歧等。③ 到 21 世纪初，中美关系的研究视野逐渐拓宽，研究者们越来越

多地从多边( 如中美俄、中美欧、中美日、中美印、联合国) 和地区的角度( 如东北亚、东

南亚、东亚、亚太) 来研究中美关系，一些新的议题( 如能源、反恐) 也被纳入了研究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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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据笔者统计，《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和《美国研究》这三份主要国际问题研究刊物在 1981—
1990 年发表的关于当代中美关系研究( 不包括主要是对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研究) 的论文分别为 3 篇、1 篇和

6 篇，其中有 3 篇还是在 1990 年发表。1988 年 1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与中华美国学会联合召开“中

美建交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由商务印书馆在 1989 年结集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

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 。所收论文从外交与军事战略、经济贸易与技术合作、社
会文化交流等角度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中美建交后第一个十年中双边关系的发展状况，是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关

于中美关系研究的重要成果。参考汪熙、田尻利主编:《150 年中美关系史论著目录( 1823—1990) 》，上海: 复旦大

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笔者认为，随着冷战的终结，中美关系也步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这就需要更好地研究新的国际形势

下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变化。正是对当代中美关系研究的迫切需求推动了学术界把关注点从历史转向现实。
周琪:《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现状———共同利益与争执》，载《美国研究》，1995 年第 4 期，第 30—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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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美关系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议题更加多元。这些

议题包括中美两国在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的互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

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与分歧，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变化对双

边关系的影响等。这大大丰富了中美关系的研究议程。

从研究角度看，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偏重从美国的角度来研究中美关

系，注重探讨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对美国外交尤其是对华政策的影响、美国对外战略的

内涵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意图和目标以及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和定

位等。例如，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先后提出中美“非敌非友”和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

利益攸关方”的表述，它们均在一段时期内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思

考。在 21 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研究者在继续关注美国因素的同时，更加注重从中国

的角度研究双边关系，包括中国的崛起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国对自身核心利益目标

的界定和维护如何影响了中美互动、中国对外战略态势变化与美国的反应、中国对中

美关系的目标定位、中国对美决策和对美政策的效果、中国应如何塑造双边关系等。

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是，中国政府在 2012 年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

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兴趣，研究者纷纷从学理和政策层面对此开展研究。① 美国

学者和分析家也对中国的这一话语给予了特别关注。② 中美两国的研究者围绕构建

新型大国关系开展了有益的交流，给中美关系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风。

在研究取向上，冷战结束初期，中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注重利益分析，关注

新形势下中美的利益互动关系。一方面，研究者希望基于中美两国在经贸、安全等领

域的利益共同点，促进双方合作，摆脱或减少美国的意识形态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干扰，

构建双边关系的新框架; ③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仔细分析了中美之间的利益分歧，探讨

如何妥善处理双方在人权、台湾、经贸、西藏等问题上的分歧和争执。到 21 世纪初，中

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引发了双边利益关系格局的调整，推动了两国关系变化。研究者

开始从中国崛起导致中美力量对比变化的角度研究中美关系，注重分析中美经济实力

差距缩小、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实力对比变化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扩大等因素如何

影响中美各自的战略取向、互动态势和利益调整，如何影响地区格局的演变。权力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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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笔者于 2018 年 11 月 6 日在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词

进行检索，共获得 1184 条记录。
美国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考，参见夏立平:《全球共生系统理论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载

《美国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37—39 页。
胡永浩:《交流、合作、协调及国家利益———对中美关系框架的政策分析》，载《国际观察》，1999 年第 6 期，

第 4—8 页; 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 分析与探索》，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5—136 页。



移理论成为分析中美关系的重要棱镜。①

随着冷战的终结，中美关系进入了转型期，对中国外交具有全局性影响的中美关

系将何去何从是中国政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中方希望在新的国际形势下

建立一个以合作为基调的稳定的中美关系框架，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

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倡议。② 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关注的是在如何处理好分

歧的同时积极推进和扩大合作。③ 对合作的研究偏好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仍然是

中美关系研究的主要特征。然而，在 2010 年前后，随着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和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中美两国的竞争性突显，合作与竞争都在上升为中美关系的

“新常态”。④ 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对竞

争的研究涉及范围广泛，包括战略竞争、区域( 如亚太、非洲) 竞争、问题领域( 经贸、网

络、能源、朝鲜半岛、国际领导权) 竞争等。对竞争的关注也延伸到对冲突和危机管理

的研究。⑤ 研究成果显示，中美冲突风险较高的问题领域是东亚( 从朝鲜半岛到南

海) 、经贸关系和网络空间。

在分析逻辑上，中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惯于在大的国际背景下审视双边关

系。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格局呈现出“一超多强”的特征。美

国竭力打造单极世界，主导世界事务。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对世界经济政

治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力量的一枝独秀和全球化的发展构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

和 21 世纪初研究者分析中美关系的重要依据。⑥ 在这一环境下，中国研究者最关心

的是减少和避免与美国的冲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为中国的发展争取时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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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娄伟:《论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载《东北亚论坛》，2011 年第 4 期，第 37—43 页; 张春: 《管理中美

权势转移: 历史经验与创新思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7 期，第 74—90 页; 马荣久:《中美权力转移与

亚洲地区体系》，载《当代亚太》，2014 年第 1 期，第 21—34 页; 袁伟华:《权力转移、新型大国关系与战略机遇期》，

载《国际关系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36—48 页; 王玮:《权力变迁、责任协调与中美关系的未来》，载《世界经济

与政治》，2015 年第 5 期，第 58—78 页; 胡波:《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与战略平衡》，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 年第 3 期，第 64—84 页。
江泽民在 1993 年 8 月 6 日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方希望与美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

搞对抗，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公开提出对美关系的“16 字方针”。参见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 分析与探

索》，第 130 页。
楚树龙:《中美合作与分歧》，载《现代国际关系》，1998 年第 6 期，第 2—6 页; 胡永浩: 《交流、合作、协调

及国家利益———对中美关系框架的政策分析》，载《国际观察》，1999 年第 6 期，第 4—8 页; 丁奎松、牛新春:《在探

索合作中发展的中美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1998 年第 6 期，第 79—83 页。
吴心伯:《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载《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3 期，第 143—149 页。
王帆:《美国对华战略底线与中美冲突的限度》，载《外交评论》，2011 年第 6 期，第 21—31 页; 李开盛:

《间接性结构冲突———第三方引发的中美危机及其管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7 期，第 90—106 页。
陶文钊等:《当代中美关系研究( 1979—2009)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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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资源。2008 年以后，国际形势剧变，美国的力量优势下降，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中

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一些美国分析家甚至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论。虽

然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并不赞成这一提法，但中美关系的发展对地区与国际格局的演

变、全球治理和全球化的进程具有重大甚至关键性的影响却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一

环境下，研究者注重探讨中美互动对国际大环境的塑造作用。① 研究者普遍认为，如

果说现有的国际秩序( 包括亚太地区秩序) 是由美国主导建立、当前的全球化和全球

治理进程主要由美国驱动的话，未来的地区和国际秩序、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程将越

来越多地打上中美互动的烙印。②

对中美关系的研究还经历了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早期对中美关系的分析主

要是从中美两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出发，较少关注各自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

化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越来

越多地注重分析美国国内因素，包括美国国会、利益集团、智库、媒体、公众舆论、文化

( 包括价值观、宗教) 、社会思潮( 如新保守主义) 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还注意到美国地

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③ 这些研究更加深入全面地揭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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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朱锋:《中美关系与东亚安全秩序: 调整和变革》，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11—15 页; 周方

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和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 年第 5 期，第 4—32 页; 王俊生: 《中

美双领导体制与东北亚安全: 结构失衡与秩序重建》，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 年第 4 期，第 99—113 页; 韦宗友:

《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构建》，载《国际观察》，2014 年第 4 期，第 43—56 页; 林宏宇:《中美博弈对未来国

际安全格局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2 期，第 12—13 页; 刘建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国际秩

序博弈》，载《美国研究》，2016 年第 5 期，第 9—17 页。
刘鸣、赵朝龙:《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与全球治理合作》，载《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6 期，

第 142—151 页; 康晓:《多元共生: 中美气候合作的全球治理观创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7 期，第

34—57 页; 刘建飞、谢剑南:《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载《太平洋学报》，2018 年第 1 期，第

47—63 页; 何亚非:《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将有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与完善》，载《东南亚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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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既有助于增进对中美关系变化的美国国内根源的理解，也丰富了对美国政治、经

济、社会和文化的认识。另一方面，中国的相关国内因素也被纳入研究视野，包括中国

处理对美关系的理念、外交政策机制、影响中国对美决策的议题、中美危机处理的实践

及行为特征、利益集团在对美关系中的角色、媒体对美报道、公众的美国观等。① 这些

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影响中国对美政策制定和关系管理的理念、机制及社会环

境，也有助于纠正中美关系研究中的不平衡。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学术界重

视对美研究而轻视对中国自身的研究，中方自我阐释的话语严重欠缺。而美国学者则

注重对中国因素的研究，其成果往往成为解释中国行为的主导性话语，从而造成了中

美关系研究领域中美双方话语和认知的不平衡。

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研究也见证了中国研究者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尝试。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美关系研究大体上属于实证研究，主要运用政治、经济、历史、哲

学等分析方法，注重案例分析和经验总结。到了 21 世纪初，以理论指导中美关系研究

的意识显著提升，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开始被广泛运用。② 如以权力转移理论分析力

量对比变化背景下的中美关系走向，以安全困境理论分析中美关系中的战略与安全挑

战，以同盟理论分析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相互依存理论分析中美关系的

稳定性、非对抗性及非零和性，以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理论揭示中美关系的新特征，以认

知理论分析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认知差异。③ 中国研究者也

对一些理论( 如进攻性现实主义) 进行了批判，指出其在适用于中美关系研究上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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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不仅如此，面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在现有工具

箱中寻找解释手段，而是尝试以新的理论分析中美关系，如以全球共生系统理论来探

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① 此外，研究方法也更加科学和多元，如以博弈论研究

中美战略与经济博弈，以危机管理理论研究中美危机管理，以量化分析的手段描述和

预测中美关系的变化。② 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都被应用于中美关系研究，极大地丰富

了研究角度和手段，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上述研究范式的变化丰富了当代中美关系研究的内涵，拓展和深化了这一研究领

域，提高了研究成果的规范性与学理性，也使研究更加贴近中美关系的现实，提升了研

究成果与中美关系实践的相关性，增强了当代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和应用价值。虽然

中美关系的研究范式还会随着国际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演进和中美关系的发展而

不断完善，但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中国学术界在中美关系领域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

研究范式。今后的努力方向主要包括四点: 一是建构基于中美关系经验特征的中观和

微观理论，二是更好地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方法论，三是准确把握中美关系进入

新阶段的互动方式和特点，四是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提炼中美关系中的中国因素。

二 中美两国国内及双边关系变化

研究范式的变化往往与研究对象的变化有关，也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认识的变化

有关。中美关系研究的范式变化正折射出后冷战时代中美两国国内及双边关系的

变化。

第一是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1993 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到 2%，世

界排名第十。到 2010 年，中国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9．2%，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科技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也有了大幅提升。美国在世纪

之交时的国力达到了新的高峰，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的 31．8%。但是由于随后发动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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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和遭遇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的力量和影

响力优势显著下降。一升一降，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1993 年，中国的经济

总量仅为美国的 6%左右，而到 2017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上升到美国的 60%以上。①

这一变化带来了研究角度、研究取向和研究偏好的变化。

第二是中美两国外交决策环境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对华外交的国内环

境发生转折性变化，对华政策成为党派斗争和府会角力的工具，各种利益集团也纷纷

介入，对华问题上的观点分歧和政策博弈在舆论上也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在中国方

面，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对美外交的国内环境也开始发生变化。参与决策

的部门越来越多，对美外交涉及的利害关系日益复杂，精英和公众表达意见的渠道也

在逐渐增加，观点趋于多元化。正是决策环境的变化带来了研究着力点“由外而内”

的变化。

第三是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立足点的变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方处理中

美关系的立足点主要是国内因素，即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政治稳定。美方的出发点则

更多基于对外考虑，即如何建立和巩固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如何促进美国的政治、经

济和安全利益。到了 2008 年以后，中方处理中美关系时越来越着眼于对外经济与外交

拓展，对美外交是中国开展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美方则更多关注国内需要，即在危机

后重建美国经济，这在特朗普执政以后尤为突出。这一变化带来了研究视野的变化。

第四是中美互动模式的变化。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美力量对比

悬殊，美国掌握了双边关系的主导权，在议程设置和话语权方面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

中国在双边互动中处于被动反应地位。2008 年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美力

量差距的缩小，中国在双边互动中逐渐变得主动、积极，美国在议程设置和话语权方面

的优势被削弱。此外，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也在上升。这一竞争不仅体现在经济领

域，也体现在地缘政治领域; 不仅在亚太地区上演，也越来越多地延伸到非洲、拉美等

地区。2010 年以前，中美关系的发展主要靠利益驱动，即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谋

求合作与协调，从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2010 年之后，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了利

益关系的调整，推动中美关系的演变，其中既有合作与协调，也有摩擦与斗争。互动模

式的变化带来了研究角度和研究偏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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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为 9．2%，超越日本 8．6%的比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 年，中国 GDP 占美国 GDP 比重为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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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中美关系对国际事务影响力的变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随着

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形成，中美关系影响着国际战略稳定，具有全球性意义。在苏联

解体和冷战终结后，中美关系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里，这

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周边的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存在于有限的国际性议题

领域( 如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到了 21 世纪初，中美关系的国际影响力迅速扩

大，在地域上超越了中国周边地区，辐射到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 ①在议题领域上覆

盖了全球治理的所有主要议题，从反恐到核不扩散，从应对金融危机到应对气候变化，

特别是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方面，中美两国的合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领导作用。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的力量与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积极有为的大国外

交的开展，中美关系对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社会的普遍共

识是，合作与协调的中美关系将有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完善，而对抗性的中美关系

将撕裂国际体系，严重削弱现存国际秩序。② 这一变化带来了研究视野和分析逻辑的

变化。

三 国际格局变化

美国是后冷战时代唯一的超级大国，是现存国际体系中唯一的霸权国家，而当今

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演变中最为突出的

事件之一。因此，中美两国和两国关系的变化也反映出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正在经历

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第一是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大国间的力量分布及其互动关系是决定国际格

局的最主要因素。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力量失衡。在冷战

结束后的十余年里，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每一个关键领域都拥有巨大优势，

综合实力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国。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美国相

对于第二号大国的力量优势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然而，中国的崛起扭转了这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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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Ｒobin Niblett，“Liberalism in Ｒetreat: The Demise of a
Dream，”Foreign Affairs，Vol．96，No．1，2017，pp．17－24; Amitav Acharya，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Cambridge and Malden: Polity Press，2014; Charles A． Kupchan，“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Hegemony and
the Coming Challenge to Pax Americana，”Security Studies，No．23，2014，pp．219－257．



头。在 2010 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在不

断缩小。2010 年，中国占美国经济总量的 40．8%。2017 年，这一比例达到 63．1%。①

这一趋势很可能会继续维持下去，在 2030 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有望赶上和超过美

国。此外，与曾经追赶美国的苏联( 政治军事大国) 和日本( 经济大国) 不同，中国在政

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实力都很可观，是一个与美国类似的全面型的大国，这有助于

缓解大国间综合国力的失衡状态。

第二是东西方互动态势的变化。在冷战时代，政治安全问题突出，东西方之间主

要是根据意识形态划分界限。在后冷战时代，发展问题更加突出，东西方之间更多是

以发达程度划分界限。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凸显，对世界政治、经

济、安全事务的主导权增强。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对西方的依赖程度上升，在国际事务

中的话语权减弱，东西方的互动态势表现为“西强东弱”“西主东辅”。然而中国的迅

速崛起正在改变这一局面。作为不属于美国霸权体系成员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崛起

有力地提升了发展中国家阵营的政治经济分量。2010 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桂冠

首次由一个发展中国家摘得。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就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

最大推动力。中国的崛起也带动了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2009 年，中国、俄罗斯、

印度、巴西四国创立了金砖合作机制( 次年南非加入) ，该机制不仅深化了新兴经济体

间的合作，亦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的话语权。② 2008 年金融

危机期间，美国为了争取中国合作应对危机而倡议召开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二

十国集团也随之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③ 该机制包括了中国、印度、巴西、印

度尼西亚等一批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改变了之前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七国( 或八国) 集

团垄断世界经济话语权的局面，全球经济治理从西方治理转向西方和非西方共同治

理。总体而言，东西方互动态势正表现为“东升西降”“东进西退”。

第三是全球治理问题突出。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的加速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突

出，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这些因素共同使得全球治理成为 21

世纪的国际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核心议题，世界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时代。

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日程上，与全球治理相关的议题占据越来越多、越来越

重要的位置。全球治理的重要性的突显不仅拓展了大国关系的内涵，也在改变大国互

动的性质。在传统的国际政治时代，大国围绕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开展合作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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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 / /data．worldbank．org．cn /，访问时间: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樊勇明、沈陈:《金砖合作与全球治理》，载孙溯源主编: 《金砖国家与全球治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0 页。
周文重:《出使美国 2005—2010》，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44—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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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力量和影响力的争夺往往带有零和性质。在全球治理时代，大国间越来越多地就应

对全球性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其中虽然也涉及力量与影响力的博弈，但这种博弈更

多是非零和性的。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互动有助于缓解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紧张。

第四是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变化加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第一个十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演变主要表现为美国霸权体系的强化和西

方国家对国际机制与规则掌控的上升。然而在 2008 年之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

演变方向发生重大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带来了东西方力量对比

的变化，西方国家主导的现存全球治理体系又更加明显地暴露出能力不足的缺陷，这

不仅呼唤着改革现有的国际机制和规则，也要求建立新的国际机制和规则。国际体系

与国际秩序的加速变化在主要崛起国中国与现存霸权国美国之间的互动中充分表现

出来。美国致力于巩固现存体系( 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同盟体系) ，维护对其有利的

规则，继续牢牢掌握规则制定权。中国则争取在现存体系中获得更大发言权，推动现

有机制与规则的完善，同时努力构建必要的新机制和新规则。中美两国在体系层面上

的互动强度上升，互动面扩大。

四 结语

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这既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社会科

学领域繁荣的体现，更是中美关系获得巨大发展的反映。如同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经

历了重大转型一样，在两国建交 40 年的今天，双边关系再次面临重大调整，这对中美

关系的研究者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未来 40 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幅度会超过既往

的 40 年，研究者不仅要关注两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战略与政策的调整、国际地位与

作用的变迁，还要研究如何使这些变化有利于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完善，如

何使 21 世纪大国间的权力转移更有建设性，如何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带动国际

政治的良性发展。展望未来，中美关系研究仍将是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显学”，其重

要性将有增无减。对研究者来说，无论是政策分析还是学理探讨，既要跟上中美关系

演变的步伐，也要把握学科发展的脉搏。唯有如此，才能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成果，实现

在现有基础上的提升。

( 截稿: 2018 年 12 月 编辑: 肖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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